
語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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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 政》 第十 卷， 總 第三 十七 期， 1 9 9 7No
·3 ，9 9 5 - 1 002

澳門使用語言的相互作用
＊

M ar i a Hel e na Rodr igue s ＊＊

語言的歷史不外是與其他語言

接觸後在已有規範上產生一系列分

化和統一的過程。

P．Swigger s

在澳門，葡語和中文都被作為官方語言，在這個千差萬別，縱橫交錯的多種語言

的環境中，不同語言的使用借助於中介人的語言能力及所處不同環境的特殊社會作用

進行。

現在，暫不討論由少數人構成的群體內所使用的溝通語言／方言，例如菲律賓

語、泰語、新加坡語或日語，因為到目前為止我們不知道它們的使用範圍 1 。故此我

們先看一下本地居民普遍使用的幾種主要語言／方言。

截至一九九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2 ，葡語一直作為澳門唯一的官方語言，在政府

部門中擔當着重要的社會角色，亦是葡人小社群的母語，這個小社群大多數是由政府

公務員組成。此外，葡語還是澳門土生葡人社群的兩種母語之一，他們在不同的熟練

程度上說或書寫葡文。

中文官方語言通常是指國語，是葡國、澳門與中國之間外交和政治關係中使用的

兩種語言之一，亦是今日商務的重要語言。而作為在日常生活中的溝通語言，則只限

於在來自中國其他地區的華人之間口頭使用。行政當局本身一向推廣國語的學習，並

將之納入中、英文學校和葡語高等課程的課程設置中。

粵語是本地區大多數華人的母語，也是本地區806％的學校的教學語言。亦是

澳門土生葡人的口頭表達語言，甚至也有少數葡國人使用，而這些葡國人大多數已在

本地區居住了至少十年以上。

英語在本地區作為外語，是所有學校的必修科目，也是十三所學校的教學語言。

在世界商貿領域中，英語享有特殊的地位，並且是來自不同語系社群的人的通用語

言 。

葡語、粵語和普通話是本地社會傳媒的中介語，而英語是香港傳媒使用的語言。

＊本文 撰於一 九九六 年五月 。

＊＊ 澳門大學葡文學院導師

1 ．羅世賢，〈一國兩制，一地多語〉，《行政》雜誌，第十六期，一九九二年。

2．隨着十二月三十一日第455／91 號法令的生效，“中文在澳門有了官方地位並與葡語具有同等的法

定 效 力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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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常生活賦予語言某種表面現象而難於界定語言的使用人、所用的語言、談話的

對象、所處的環境及原因。

在文中省略了來自共和國的一些葡語人士在商貿關係中或交談時有限度地混合使

用或交替使用葡語與粵語的具體事實。我們在文中就有關澳門雙語的一些問題集中探

討澳門土生葡人選擇不同的語言作為習慣表達方式的一些較為突出的現象。

澳門土生葡人的稱謂是一種習慣性用法，指某個難於清晰描述和明確界定的社

群。其中地域因素並非關鍵，內在因素才具決定性。因此，眾多本地出生的人即使擁

有葡國護照都被認為是華人。這個基於人種不同而區分的方式在其他群體亦有發生。

社會學家以“族群”這個詞語稱呼任何群體，是否在本地生根繁衍，從社會學

角度來看是不同的，而且是發展了自身的次文化的群體。雖然在歷代祖先遺留下來

的獨特性中仍可見到差異，識別標記可在其他方面呈現，如語言、宗教、地域、國

籍、體態或其中某些因素的綜合顯示。

對於“澳門土生葡人”似乎公認其身為葡裔的重要性，但Ana Mar ia Amar o 卻

斷言：“對其起源尚存爭論，沒有可靠的資料作根據，無論歷史資料還是人類生物

學資料均不足。” 3 實際上，在東方“葡人與不同種族的婦女通婚” 4 ，極自然地

也包括了華人婦女，因而產生了葡亞人種。

一種看法認為我們很難確定具體在什麼時候，以至哪一代葡人祖先可被認定為澳

門土生葡人。當證實葡人後裔與其他種族和文化的成員雜交繼承時，就形成了混合進

程，此混合被認為是身體特徵不同的兩個種族的生物雜交的產物，以及兩個種群同化

或融合了其所屬文化而產生另一種文化。

Gra cie t e Bat a l h a ，在《澳門土生方言詞匯》中將澳門土生葡人定義為：“澳門

出生的葡人後裔，不論混有中國血統與否，但在其社群內，以至在華人中從未被當

作華人。”甚至還有人認為澳門土生葡人是“在澳門出生，具中國血統，選擇了葡

籍，葡文姓氏，在葡文學校學習且能說及寫葡文”的人5 。

語言的掌握來自學校教育，這成為識別澳門土生葡人的決定因素，並超越了祖裔

問題。

對語言和種族之間的聯繫，在許多研究中都有揭示，尤其在自我識別方式的研究

中更為明顯。

就Fi s hman來說，語言“是種族學的最佳象徵”，是“父系的記錄，繼承的標

誌及現象學的媒介” 6 ， 是在界定種族時被考慮的三個方面。Gubog l o認為，語言

是識別種族的關鍵。

3．An a Ma r i a Ama r o ，《大地之子》，第四頁，澳門文化司署，一九八八年。

4．同上，第九十二頁。
5．Gr a c i e t e Ba t a l h a ，《澳門土生方言詞匯 一 語言 學 ， 人 種 學 和 民 俗 學 註 釋 》 。RDF 第 十 五 卷

（1 971 ）、第十六卷（1 974）、第十七卷（1 977）單行本 ，一 九 八八 年 由澳 門 文化 司 署再 版 。

6． J ．A ． F i s hma n ，〈語言與民族學〉，載於GI LES，一九七七年，《語言、民族與族群間的關係》，

倫敦，第 二十五 頁，一九 七七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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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而，其他作者則認為語言並不總是與種族識別有直接的關係，還有其他的因 
素，如：門第、社會階層或政治依附來標明不同的族群。Ross 提到，在某些情況 
下，如在美國土著中，“個體或群體放棄了自己的語言，而共同使用一種通用語 
言，種族意識便得到發展”，這種主觀主義者的論述認為“種族被理解為一種歸屬 
意識的反映，而群體成員在服飾、宗教，甚至在語言上都可以不同”7。 
 
    在社會語言學上，一致認同語言對識別群體的重要性，語言是作為文化慣例及群 
體價值的傳遞中介。在多語社會中，語言擔當着特別重要角色，除了是信息傳播的媒 
介外，尤其體現了一個群體歸屬感或排斥感的強化過程。 
 
    然而，Appel 和 Muysken 則認為在語言與種族之間不存在必要的聯繫，而語言 
與身份之間卻關係密切，並且是通過每個個體對待不同語言與談話對象的不同態度來 
顯示，因此，不同語言的不同態度局限於某種社會範圍。 
 
    一般來說，社會群體的成員或不為人熟知的少數民族語言學揭示了對一種現象的 
極度擔憂，那就是指一些未被廣泛認識或者由於只是少數人的語言而未能被社會所提 
倡使用。運用這些少數語言的人，對自己的語言在許多方面都表現出一種消極的態 
度，雖然那並非意味着對這些少數語言的不重視。由於社會、主觀或感情上的因素， 
語言可被使用者，尤其在移民的環境中被後代的使用者高度評價，或者說，被那些身 
處少數民族文化中而自豪的人所高度評價。這種對語言的忠誠反映了語言與人種語言 
學群體的社會身份之間的直接關係。 
 
    考慮到澳門文化的複雜性，Pina Cabral 確立了構成識別澳門土生葡人的依據， 
那就是：語言，指“個人或其家庭跟葡語有一定聯繫”；宗教，指“個人或其家庭 
在一定程度上認同天主教”；人種，指“個人或其家族裡有歐亞混血成員” 8。這 
三個元素在眾多的被訪者的談話中，被用來劃分個人或其他人為澳門土生葡人的基 
本原則，但這也並不是絕對的原則。 
 
    對一個精確的定義而言，以上的分類缺乏像 Jorge Forjar 在其著作《澳門土生家 
庭》中所作的詳細綜述。 
 
    本文集中探討澳門土生葡人社群混合使用、交替使用葡語和粵語方面，對此選擇 
了以語言構成為基礎，並涉及祖籍和祖先的研究範圍。就這樣，將在澳門出生懂雙語 
的葡－亞裔人稱為澳門土生葡人。 
 
    根據 Weinreich 的觀點，雙語僅理解為兩種語言的交替使用，對這個定義似乎沒 
有異議。但是，至目前為止，卻出現了許多其他不同的涵義，在一些基本問題上存在 
分歧，譬如：一般看來，對每種語言的精通程度，尤其各種技巧的運用程度，以及取 
得雙語能力所用的時間和方式。此外，對不同作用和不同情況的研究可得出因不同作 
 
 
7． Ross，《語言和種族身份的流動》，一九七九年，載於 R.Appel 和 P.Muysken 的《語言影響與雙 

語》，倫敦，Arnold，第十三頁，一九八七年。 

8． J.Pina Cabral 及 N.Lourenço，《颱風之鄉——澳門土生族群動態》，澳門文化司署，第二十二 

頁，一九九三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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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與不同社會地位而使用雙語情況的識別，由此證明在完全不同的條件下兩種語言的

系統使用。依Macke y的定義，這是因不同作用或不同社會地位而使用雙語情況的事

例 。

Romaine論及Ferguson 和其他學者提出的因不同作用或不同社會地位而使用兩

種語言時表明：“雙語或多語共存，並且根據功能而被專門化了。”同時認為“在

語言的選擇和社會環境之間，幾乎是一對一的相互關係，以致在方言範疇每種語言

都擁有不同的位置或作用” 9 。

然而，這些問題超越了本文的研究範圍，在文中只在兩種不同的語言中就語言能

力方面對雙語進行思考。不同語言形式間的關係，各種相關的不同策略及其社會意義

都將在澳門土生葡人社群的雙語分析中被考慮到。

語言是社會的最佳機制，Durkhe im賦予語言一種社會行為，在圍繞不同語言的

教學方針的制定中，對於各種條件的確定，雙語的社會語言學分析佔優先地位。正如

Appel 與Muysken 強調對語言學情況的總觀是制定語言計劃的首要步驟。

本研究有助於規劃澳門語言現狀的整體情況，主要集中在澳門土生葡人的葡語語

態和慣用性。

某種語言的掌握要求在理解和組句中遵循層次化的各種步驟。如同思維結構，只

有這樣，才能將對各領域的認知融匯貫通及組織起來。在個體使用語言系統中將使用

者的外部直觀世界的雙重角色統一，這個統一是透過對各種重要經驗的演化和結合，

以及在個體本質與自身之反應的相互作用下面對這同一世界的立場表達而形成。

所涉及的兩種不同語系的語言互相作用的具體運用，不僅僅是這兩種不同語言的

法則編制／非法則編制的不同詞語的獲得，而且還在面對不同相關層面或者是所擠身

其間的那個世界的不同壓力下，摻雜了對不同領域的認知和夥伴情結中的不同交際經

驗的生活閱歷。

另一方面，交際能力的實際運用，建立了人與人之間的交往。說話是各種選定語

言中介角色的現實化，是與參與者的交際目的和其擔當的社會角色相協調。

語言的運用，不單有賴於所掌握的語言水平，而且還有賴於對社會文化各方面的

認識程度，這些都是在交際行為中與語言使用者及現實社會的相互影響攸關。

各種語言詞匯的混用和交替使用，至目前為止，成為在社會語言學和語言社會學

方面各種各樣的研究主題，在學習外語過程的接觸中，會帶來不同語言相互影響／相

互演變的各種綜合現象，認識到這一點對於致力語言教學的人來說是重要的。在系統

的和長期的接觸中，尤其重要的是一種語言對使用中的另一種語言的影響，導致產生

相互影響的各種現象，這些現象即可在語音系統層面見到，也可在詞匯和句法的掌握

中得到證明。

9．S．Romaine，《雙語》，牛津，Bas i l Blackwell，第一百一十一頁，一九八九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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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Ca lv e t ， “當一個個體可以交替使用兩種語言，在其說話中混合使用這兩

種語言，就成了雙語的闡述。”這視為在說話的某一個特定的點上由一種語言轉向

另一種語言的過程，此種現象稱為混合語（英語稱為cod e mix in g）或轉換語（英語

稱為 code swi tchi n g）10 。

混合語和轉換語是在指稱混合語言和交替轉換語言的常用語，但是不同的作者提

出的定義也不同，尤其涉及重要的分析。

根據Gumper z，“轉換語言的談話可被定義為在同一說話中，在屬於兩個不同語

系或次語系之間不斷轉換的說話過程”。這位作者強調“大多數的交替轉換語言是在

說話人使用第二種語言或是重複他人的信息，或是複述他人的陳述時採用。”11

Mc Laugh l i n界定混合語是在一個短語或一個句子中詞語運用上的變化；而轉換

語是將一個句子變成另一種語言的句子。然而Ha t ch宣稱在混合與轉換之間並無根本

的區別。此外，Mc C lur e對一些學者在涉及到借用、影響、改變或轉換的語言現象

時都使用了混合語這個稱呼，表示很難贊同。

相互影響的概念最初是關於一種語言的常規習慣出現在另一種語言的使用中，被

認為在以某種既定語言作使用時，其語音、語法、語匯或句法的任一成份受到所接觸

的另一語言的影響。由此證明，各種成份明顯地受到影響，顯然是使用雙語的標誌。

以說話者掌握的另一種語言來替換成份的手法來自於調動語言的綜合能力，這亦是與

對這些語言的精通程度相一致。

正如Wein r e i c h指出的，他考慮到社會接觸的重要實質，有必要對相互影響和相

互變換現象做超語言學的研究。關於雙語人使用雙語過程的研究表明在不同領域的不

同語言的使用是與不同的生活閱歷、經驗相一致的。

以澳門土生葡人社群的雙語使用情況，分析在句子間不同詞語的混合使用，體

現了不同語言之間接觸的作用以確定在葡語使用中“相互影響”的趨向與延伸。同

時識別不同語匯轉換過程的千變萬化的規則以確定其在不同層面的有效運用。某一

種語言的教學方針的制定應置於教學人員對現實中這種語言與社會中的這種語言的

認知，這樣，所涉及的語言才是有用的。

最初，試圖分析一些現象，從這種現象中發現說話人借助不同語言詞語的轉換，

以圖達至不同的動機。

一些在語言社會學方面的研究，顯示了兩種不同方式來得到與選擇語言有關的資

料：那就是來自參與者對全面情況的直接觀察或者是對不同語言交替使用過程的判

斷。兩者都顯示出某些問題。一方面，有關人員是有目的的出席，而且很難如實地聆

聽。另一方面，出於溝通的目的，講話者不是十分有意識地尋求在不同語言間轉換，

調動不同的語言詞語。

10．J ．L．Ca l v e t ，《 La Soc io l i n g u i s t i q ue ，“ Q ue S a i s－ J e ？”》，巴黎 ，P．U．F ．。

1 1 ．J ． J ． G u m pe r z ， 《演講策略》，劍橋，劍橋大學出版，第五十九頁，一九八二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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難於獲得澳門土生葡語使用者在互為影響方面的記載，使本研究只限於在採訪中

直接要求而得到的關於使用葡語和／或粵語的資料中進行。要求被訪者特別論及與其

他澳門土生葡語使用者談話的情況，從而得知說話者具備參與的語言能力是語言詞語

選擇的決定性因素12 。

由於被訪的人數有限及未能組織一個包括不同年齡、性別及社會不同行業的，具

有廣泛代表性的範例，所選取的資料僅為各種主要語言的使用的趨向指標。

明白到作出評估的重要性是很重要的，那是指對說話人使說話的行為成為對該種

語言的不同態度的評估，變成對使用該種語言的不同社會群體的不同的現行態度的評

估，而且聯想到在採訪時使用上述語言之一的澳門土生葡人的情況，不同的被訪者所

表明的不同見解都應加以分析，在分析時，不同的見解就如不同個體的不同舉止，不

可單憑舉止的效果作比較。只對不同語言詞語轉換使用的實況做直接觀察才能給各式

各樣的社會語言做一個全面的識別，而這個識別是依據所使用的不同語言詞語來進行

的。但是並不可能僅是依據這些已指出的原因。故此，仍然認為所做的這個研究提供

的資料是有助於了解語言社群使用葡語的條件。

所選擇的被訪者，除填補了識別澳門土生葡人的必要元素外，其具體劃定歸納如

下：

＊ 初等或中等教育程度；

＊在葡語教育系統中接受教育 ；

＊ 在澳門行政當局的部門中任職。

根據Gumper z 提出的原理，這原理區分了轉換語的不同功能，以被訪人的回答

為基礎嘗試將不同語言詞語的轉換之功能系統化。

敘述功能：當涉及到對某種語言缺乏了解或對某些領域認識不足。

針對功能：因人而異，有可能用來排斥其他的聽者，或者拉近與對話人的距離。

加強功能：在同一說話中，雙語的使用，成為一種雙重強調。

虛應功能：用於轉換談話語氣。

變化功能：轉換語是被用於直接或間接說明所涉及的不同語言。

1 2．所有訪問的錄 音事前已徵得 被訪者的同意 。訪問是以 閒談方式進行 ，先由採訪者 闡明總體的 目

的，然後圍繞一系列公開的問題作交談，目的是製造輕鬆的環境及鼓勵被訪者在其說話中將事實

深入地或 最重要 的方面描 述出來 。

被調查的人普遍表示在粵語說話中加入葡文詞／葡文短語，是由於只知其葡文說

法。這種情況絕大部分都在專業活動範疇內得以證實。據各種看法表明，在這方面，

大部分的對話是以葡語進行的，然而，在某些情況下，是兩種語言混合使用。此外，

有些被訪者提到，在與兒童和青少年談話時，由於認為他們對粵語領會更好時，便會

特地使用粵語。這種情況似乎普遍出現在與其他華人兒童和華人青少年的共同交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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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同時也證明父母們並不擔心子女們的葡語表達。關於最後這一點，由於被訪者的

看法分歧，不可能得到重要的資料。然而認為葡語作為功能性語言的地位已不太重要

的原因是由於澳門主權的移交。

語言的選擇反映了其人，這是一些被訪者提及的現象，與語言的選擇和使用者對

每種語言所掌握的程度緊密攸關。但所有被訪者都認為能無區別地使用葡語和粵語表

達是澳門土生葡人的特徵。

使用其中一種語言作為迴避其他聽者的策略是被被訪者普遍認同的，但常只是在

某種特殊情況下才使用。

像澳門土生葡人那樣在同一說話過程中使用兩種語言所表示的並不是一種雙重身

份的強調，但絕對是澳門土生葡人的身份認同標誌，並一直被作為常規來使用。在專

業活動範圍外，完全使用葡語，在一些被訪者看來是一種祈望，以圖識別行政層面中

擔當最高角色的社會群體。這種看法受到其他人的強烈反對，因為講葡語的原因是為

肯定自身為葡人，而葡語是葡人的母語，在與華語人士溝通時，賦予粵語一種功能性

的角色。對這個問題並不是沒有爭議的，並且揭示這個問題是由每位說這些語言的人

對其所屬群體的態度而形成的。對葡語的良好掌握所帶來在職位上的晉升發展的實際

可能性給予了其在上層社會的身份識別。

在談話中，言語的改變就如語氣的改變，與在單語的使用者之間態度上的不同變

化所發生的效果一樣，是一種並不為被訪者所認可的作法，然而被訪者認為如能相互

理解是能夠避免那種後果的。而之所以被一些人認可的是在於特別使用某種或另一種

語言來起到話題的作用。關鍵是這個可變量是難於確定的，與每個說話者的生活方式

緊密相關。通過得到的資料使我認為這個可變量多有賴於各種社會關係和家族關係的

圈子。

不同語言轉換的語言變化功能，由於被訪者沒有談到有關的看法，而未被考慮。

在調查時，都認為這不是個重要問題。

總的來說，可總結為對語言掌握的不同程度是唯一值得考慮的變數，在專業層面

或與之有關的層面，在語言相互影響的發展中，葡語佔優勢，此外在所有其他層面，

只要說話者被確認具有那種語言能力，也會與粵語交替使用。

在社會交往中，澳門土生葡人青年大多使用粵語的明顯趨向似乎已成事實，這種

情況在使用葡語的總體情況中顯然易見，對此被訪者都有條不紊地提到。對這個問題

應該做更深入的研究，這有助於更好地理解澳門土生葡人兒童與青少年在葡語學習中

的一些困難所在。透過語言的結構、功能或聯繫概念所成的討論、方法和技巧構成參

考理論的框架，這些框架目的是要與語言的社會角色的總體計劃和教育政策的目標和

策略的制定符合。倘證實到粵語使用優勢的增長趨向時，必須重新考慮有關策略，眾

所周知，社會語言環境解釋了為何採用非母語教學的專屬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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